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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家庭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张新辉，李建新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

查( CFPS) 2014 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
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
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

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 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 夫妻婚龄

差范围为 －1 ～ 4 岁) 相比，男性大于女性 4 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
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
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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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lay of marriage age and the widening gap of marriage
age，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nges of the first marriage age pattern and the first marriage age matching
pattern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 CFPS) in 2014，and studi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nd the marriage age and the age matching of
husband and wife． The results show that，early marriag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both spouses，while late marriage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com-
pared with the normal matching pattern of first marriage age ( the range of marital age differenc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 1 ～ 4 years old) ，the circumstance of husbands older than their wives over 4 year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their wives and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hus-
bands’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gives a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of this resu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riage maturity and gender role theory and from a life course，and discus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ult in the change of marriage pattern．
Key words: first marriage age; marriage age matching; marriage age differenc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concept of marriage; gender role

一、研究背景

良好的婚姻生活是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已婚人士的主观

幸福感高于未婚人士，这被称为婚姻福利效应( marriage benefit) ［1］。基于生命历程视
角，事件发生时机( timing) 会影响生命事件的持续作用，有时甚至比事件本身更有影
响力［2］，那么婚姻作为重要的生命事件，其福利效应是否具有时间选择性? 具体来说，

相比在正常婚龄结婚，过早或者过晚进入婚姻是否会影响婚姻的福利效应? 考虑到当

前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晚婚现象日益增加［3 － 4］，这种婚龄模式的变化是否

会影响婚姻的主观回报? 当前的婚姻研究对此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已有学者考察
了初婚年龄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5］，但由于中国仍是一个离婚率较低的社会［6］，婚龄

推迟的潜在影响更多还是会反映在婚内个体的主观生活质量上。因此，研究何时进入
婚姻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婚姻的福利效应还受到婚龄匹配情况的影响，不同的年龄匹配程度也可能带来不

同的婚后主观福利后果，但很少有文章加以实证研究。近年来，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
姻挤压和以高房价为代表的经济压力的增大导致婚龄差( 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 有

潜在扩大的趋势［7］; 同时，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和女性地位的提升，有研究发现“男小
女大”的年龄匹配模式大幅增加［8］，婚龄匹配的异质性( age heterogamy) 有所增加。这
种婚龄匹配模式的变动也促使我们研究婚龄匹配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我们将不同的初婚年龄模式( 早婚 /正常婚龄 /晚婚) 和不同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

( 年龄同型婚 /年龄上婚 /年龄下婚) 统合为婚配年龄模式，并利用有全国代表性的数
据刻画出其随年代变动的图景。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研究初婚年龄模式、初婚年龄
匹配模式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并考察其是否对男女存在不同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针对初婚年龄对婚姻福利效应的影响，西方的婚姻学者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9］。
婚姻成熟度理论( marriage maturity hypothesis) 认为，个体只有身心足够成熟，拥有良好
的人际交往技巧，同时当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趋于稳定时进入婚姻，其福利效应才

能体现［10 － 11］。与婚姻成熟度理论相反的是协调发展理论( coordinate development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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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hesis) ，该理论认为在相对年轻时结婚的夫妇由于适应性和可塑性更强，更容易发
展出能够相互协调的生活方式、相近的价值观等，而个体如果较早独自生活，会更难以
适应婚姻［12］。在经验研究上西方社会较为关注早婚的后果，并发现与在正常婚龄结
婚的夫妻相比，早婚人群的婚姻稳定性十分脆弱［10］; 早婚人群可能更不会获得婚姻的

保护效应，反而会影响其精神健康［13 － 14］。还有研究发现早婚的效应因种族不同存在
差异，与白人相比，早婚的黑人更容易抑郁［15］。晚婚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较不显著，
但是婚姻质量明显较低［16］。总体看来，婚姻成熟度理论和当前经验研究较为一致。
我国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婚龄推迟方面及其影响因素分析［3 － 4］，对其给个体层面带来的

影响研究较少。李建新、王小龙［5］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 2010 年数据发现，初婚年龄
过早或过迟都会增加离婚风险; 郭婷、秦雪征［17］发现初婚年龄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
但尚未有研究具体针对早婚和晚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全面影响。我们据此提出:
假设 1: 过早或过晚进入婚姻会对个体主观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婚龄效应假设) 。
假设 1a: 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个体相比，早婚个体主观幸福感较低，抑郁倾向

较高。
假设 1b: 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个体相比，晚婚个体主观幸福感较低，抑郁倾向

较高。
针对婚姻匹配对个体福利的影响，相关研究大多强调婚姻匹配度效应( assortative

matching effect) ，即在个体特征上更为匹配的同质性婚姻( homogamy) ，夫妻双方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更为接近，冲突更少，也可获得更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肯定与支持，其
婚姻质量越高，福利效应越强［18］。国内研究较多关注婚姻双方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
济地位匹配程度带来的影响［19 － 20］，针对年龄匹配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结果也不

一致。有研究发现，与夫妻年龄差在 1 ～ 4 岁的对照组比较，夫比妻小 3 岁以上会增加
离婚风险，夫大于妻 10 岁以上则会对婚姻稳定起到保护作用［5］。相较于夫妻年龄差
在 0 ～ 4 岁的参照组，夫妻年龄差在 5 ～ 9 岁时，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更低，丈夫的婚姻满
意度则更高［17］。也有学者发现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
影响［21］。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提出:
假设 2: 与年龄同型婚相比，年龄上婚和年龄下婚会负向影响个体主观福利( 年龄

匹配效应假设) 。
假设 2a: 与年龄同型婚相比，年龄上婚个体主观幸福感较低，抑郁倾向较明显。
假设 2b: 与年龄同型婚相比，年龄下婚个体主观幸福感较低，抑郁倾向较明显。
由于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婚姻对男性和女性存在不同的影响 ［22］，婚配年龄模

式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性别角色( gender role) 是指一定文化背景下，男女应
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怎样进行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其行为模式等［23］。
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中，内化为婚姻观念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强调男性的优势地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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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观念［20］，婚姻对于女性的规范和约束更多，比如参与家庭事务
更多、承担家务劳动更多 ［24］。已有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会调节婚姻匹配度效应:
如研究发现“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一定更幸福［19］，而经济地位方面“男高女低”的匹配
模式对农村和落后地区女性福利有显著正向影响［20］，研究者认为正是性别角色观念

的差异导致了这一后果。年龄也是性别角色规范构建的重要维度，婚配年龄模式对男
女两性的意义和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提出:
假设 3: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假设) 。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 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CFPS) 2014 年的成人数据( N = 37 147) 。该调查
覆盖全国 25 个省 /市 /自治区的人口，约占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的 95%，其调查方法
科学严谨、样本量大、代表性强，数据质量比较有保障，可以视作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
本［25］。考虑到再婚的婚配年龄模式与初婚有很大不同，我们首先选择 15 ～ 74 周岁已
婚且为初婚的案例，排除离婚、再婚、丧偶和未婚群体以及高龄群体( 高龄群体死亡率
偏高可能导致较大的样本损耗偏误) 。接着我们选择初婚年龄在 12 周岁以上( 排除
无实质意义的“童养媳”等现象) 和初婚年份在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
以后的案例。在处理缺失值后，最后获得的有效样本量为女性样本( N = 13 645) 和男
性样本( N =12 667) 。
( 二) 变量操作化

我们将初婚年龄模式分为三类: 早婚、正常婚龄和晚婚，正常婚龄作为参照组。基
于现实存在的强社会规范，本文将低于法定婚龄，即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颁布后( 1950—1980 年) 小于 18 周岁的女性和小于 20 周岁的男性结婚 ，和 1981
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施行后小于 20 周岁的女性、小于 22 周岁的男性结婚
的案例定义为“早婚”。考虑到现有研究对晚婚年龄或适婚年龄的认定［22］［26］和样本
中各婚姻同期群初婚年龄的分布，我们将 1981 年之后初婚年龄超过 28 周岁的女性和
初婚年龄超过 30 周岁的男性，1980 年之前初婚年龄超过 26 周岁的女性和超过 28 周
岁的男性结婚的案例定义为“晚婚”。
我们同样将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分为三类: 年龄同型婚、女性年龄上婚、女性年龄下

婚。年龄同型婚的操作化定义一直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之前有研究将年龄组分为
20 ～24岁、25 ～29岁、30 ～49岁三组，夫妻双方初婚年龄在同一组内的算作年龄同型婚，
不在一组内的算作年龄异型婚［27］，这样的定义方式显然有待商榷，如按此标准夫妻年龄

分别为 24岁和 25岁会被算做年龄异型婚，而夫妻年龄为 30岁和 40岁的夫妻又会被认
定为年龄同型婚; 还有的研究以同岁组作为标准或者以婚龄差 0 岁作为分类界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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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传统婚配观念中“同年合岁”一般参照农历以及义务教育入学年龄差异( 当年 9
月之后出生的和下一年度 9月之前出生的在同一年入学) 等现实，公历 1 岁以内的差异
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其社会心理意义并不明显，女性与男性相差 1 岁的不应当被
认定为是年龄异型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婚龄差在 － 1 ～ 4 岁之间的情况
最为集中，占所有夫妇中的 60% ～70%［28］。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偏离主流模式的非
典型年龄匹配的影响，且考虑到自然的婚配年龄梯度，我们认为将年龄同型婚定义为男

女婚龄差在 －1 ～ 4 岁之间比较合适，其他一些相关学者也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6］。
相应的，我们将夫妻婚龄差高于 4 岁的定义为女性年龄上婚，将夫妻婚龄差低于 － 1 岁
的定义为女性年龄下婚。
主观福利( subjective well － being，SWB) 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与评

价［29］。早期，学者们经常采用单一项目的主观满意度或者幸福感作为测量主观福利
的方式，但基于主观福利的三元结构理论，这一概念不仅仅意味着积极的评价与感受，

也意味着较少的消极情绪体验［30］。因此现今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将“去幸福感”，即
包括“痛苦”“困扰”“焦虑”等负面感受( subjective ill － being) 的测量也纳入主观福利
的范畴［31］。为了更全面地考察主观福利，我们从正向的主观幸福感和负向的抑郁倾
向得分两个维度测量个体主观福利。基于问卷信息，主观幸福感为一个按照幸福感程
度不同的 5 个选项的定序变量。抑郁倾向使用 CES － D 抑郁量表测量，由 10 个 3 分
的问题组成一个加总为 30 分的指标，分值越高表示抑郁的可能性越小、精神健康状况
越好。
控制变量包括: 户籍、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基于很

多研究认为女性年龄上婚是社会经济地位上婚的一种表现［6］［27］，我们还进一步控制

了教育匹配的影响。
表 1 为相关变量统计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约 14%的已婚人口早于法定婚龄结

婚，9%的已婚人口晚婚，超过 3 /4 的已婚人口初婚年龄为正常婚龄。年龄同型婚比例
约为 3 /4，有接近 1 /5( 17% ) 的夫妻婚龄差大于 4 岁，有不到一成( 9% ) 的妻子比丈夫
大一岁以上。

表 1 相关变量统计描述 N =25 255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早婚 0． 14 1991—2000 年 0． 23 地位自评低 0． 30

晚婚 0． 09 1981—1990 年 0． 25 收入自评高 0． 06

正常婚龄 0． 77 —1980 年 0． 25 收入自评中 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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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夫妻婚龄差 ＞ 4 0． 17 婚姻持续时间
21． 02
( 13． 46) 收入自评低 0． 55

夫妻婚龄差［－ 1，4］ 0． 74 城镇( 农村) 0． 28 健康自评好 0． 48

夫妻婚龄差 ＜ － 1 0． 09 小学及以下 0． 47 健康自评中 0． 37

主观幸福感( 1 ～ 5) 3． 87
( 1． 03) 初中 0． 32 健康自评差 0． 15

精神健康得分( 0 ～ 30) 27． 25
( 3． 66) 高中 0． 14 女性教育上婚 0． 22

男性( 女性) 0． 50 大学及以上 0． 07 教育匹配 0． 56

年龄
44． 36
( 13． 09) 地位自评高 0． 16 女性教育下婚 0． 22

婚姻队列 2001—2014 年 0． 26 地位自评中 0． 54

( 三) 模型和分析策略

我们首先利用全国代表性数据描述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

式随时代发展的变迁趋势，获得一个婚龄模式变迁的整体图景; 接着分组比较不同初

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得分，并进一步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探索婚龄模式对主观福利的影响。由于主观幸福感为按照幸福程度排
序取值( 1 ～ 5) 的有序离散变量，我们采取 ordered logistic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同时考
虑到 logistic模型间系数直接比较有诸多问题［32］，我们在嵌套模型系数比较时均使用
y* 标准化( y* － standardization) 对系数进行了调整。由于精神健康得分的取值范围
为 0 ～ 30，我们使用多元线性 OLS模型来获得可以直接比较的模型估计。考虑到各因
素对个体的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因性别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对男性样本、女性
样本分别建模方便考察性别差异。考虑到中国婚配年龄模式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
们通过一组区县虚拟变量在每个模型中都控制了地区的固定效应。
我们可以将模型表示为:

Yij = β0 + β1·marry_earlyij + β2·marry_Lateij + β3·marry_upij + β4·marry_downij

+ β·Xij + λ·Dj + εij ( 1)
Yij表示第 j个县或区的第 i个受访者的主观福利，如果第 j个县或区的第 i个受访者

早婚，则 marry_earlyij等于 1，系数 β1 可提示早婚对主观福利作用的有无、方向与大小。
剩余三个核心自变量晚婚( marry_late) 、女性年龄上婚( marry_up) 、女性年龄下婚( marry
_down) 也以此类推。Xij代表所有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Dj 是所有县或区的虚拟变量。
我们采用嵌套模型分析策略，在第一个模型中只考虑早婚、晚婚、女性年龄上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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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年龄下婚，在第二个模型中加入其它控制变量，在第三个模型中再控制婚姻的教

育匹配。

四、研究结果

( 一) 婚配年龄模式的时期变动趋势

图 1 展示了初婚婚龄差和三种初婚婚龄匹配模式在 1960— 2014 年间的变动趋
势。在原始数据基础上，本文采用局部加权修匀方法( locally weigh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LOWESS) 进行了数据拟合［33］，修匀带宽设置为 0． 4，以获得更为精细的变
化趋势。图中横轴为初婚年份，左边纵轴表示某一类型婚姻在当年全部婚姻类型中所
占比例，右边纵轴表示夫妻婚龄差( 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 。首先，可以看到婚龄差
随时间变动趋势明显，婚龄差在 1990 年之前逐步下降，在 1990 年之后持续升高但逐
步平缓。年龄同型匹配，即夫妻婚龄差在 － 1 ～ 4 岁的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略有
提升，在 90 年代以后有缓慢下降趋势。“男比女大 4 岁以上”的比例变动较明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降低，之后逐步攀升，在 20%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稳定。“女比男大
1 岁以上”的比例变动类似于年龄同型匹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上升，之后逐步下
降。从图 1 我们可以看婚龄差在逐步升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1． 7 岁左右升高到
2010 年初的 2． 3 岁左右。而且主要是由于女性年龄类型婚姻所占比例的提升导致
的，女大男小的婚配类型甚至稍有降低。

说明:数据来源于 CFPS2014

图 1 婚龄差、婚龄匹配模式随时间的变动( 196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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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关于婚龄匹配随时间变动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我国初婚夫妻的

婚龄差在缩小［21］，而且女性年龄下婚即“妻大于夫”数量增多［7］［21］，也有学者认为婚龄
差和婚姻年龄匹配状况保持稳定［17］［34］。我们的研究则与穆峥和谢宇的研究结果一
致［7］，即我国初婚夫妻的婚龄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呈现扩大趋势，而且主要是由于
女性年龄上婚增多造成，“女大男小”的婚配模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加。
图 2 展示了初婚年龄和初婚婚龄模式在 1960—2014 年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我们

同样用局部加权修匀方法( LOWESS) 进行数据拟合展示趋势。首先，从 1960 年以来，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波段上升，在 20 世纪 80 年代略有下降后继续维持上升趋势。平均
初婚年龄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21 岁左右上升为 2014 年时的 24 岁以上。正常婚龄的
比例一直略低于 80%且变化不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先升后降，之后缓慢上升，
在 2000 年以后又开始下降。早婚的比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持续下降，之后
开始回升至 20%最高点，80 年代后期又持续下降，2000 年后降幅趋缓。晚婚比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前稳步上升，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略有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逐步攀升，且势头一直持续至今。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出生年代较迟的人口很多还未
结婚，我们的数据中并没有获得这些人的初婚年龄，因此近期特别是 2000 年以后的晚
婚比例是被低估的，最终的晚婚比例会比显示的数据要高。总的来看，随着初婚年龄
的提升，晚婚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而正常婚龄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早婚比例在大幅

波动之后保持稳中有降，但仍维持一定比例。

说明:数据来源于 CFPS2014

图 2 初婚婚龄和婚龄模式随时的变动( 196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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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婚配年龄模式对主观福利的影响

图 3 中，我们首先分组比较了不同婚配年龄模式中男性和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图
中数值表示该组内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均值，最低为 0，最高为 4，数值越高表明该组主
观幸福感越强。scheffe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早婚男性与其他男性主观幸福感无显
著差异，晚婚男性主观幸福感低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男性; 早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低

于其它女性，晚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女性无显著差异，但高于早

婚女性。“男大女小”年龄匹配模式中的男性主观幸福感低于其他男性，“男小女大”
婚龄匹配模式中的男性与年龄同型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但高于“男大女
小”模式中的男性。当然这些差异都有待于多元回归分析做出进一步的澄清和检验。

说明:数据来源于 CFPS2014

图 3 分性别不同婚龄模式下的主观幸福感

下页图 4 比较了不同婚配年龄模式群体的精神健康得分。得分取值为 0 ～ 30 分，
得分越高表示精神健康状况越好。scheffe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早婚男性的精神健
康得分显著低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男性，晚婚男性精神健康得分与其他群体男性无显

著区别。早婚女性精神健康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女性群体，晚婚女性精神健康得分与在
正常婚龄结婚的女性无显著差异，但高于早婚女性。对男性和女性群体，“男大于女”
婚龄匹配模式群体的精神健康得分均显著低于年龄同型匹配群体，“女大于男”婚龄
匹配模式群体的精神健康得分与其他群体无显著区别。这种不同匹配类型间差异是
否真实且显著还需要借助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到更明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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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据来源于 CFPS2014

图 4 分性别不同婚龄模式下的精神健康得分

( 三) 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下页表 2展示了女性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 1 ～ 3 是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的定
序 logistic模型结果;模型 4 ～6 是因变量为 CES － D抑郁量表得分的 OLS 模型结果，分
值越高表示精神健康状况越好。模型 1 和模型 4 在控制县 /区虚拟变量下，只加入是否
早婚、是否晚婚、是否男性大于女性 4岁以上、是否女性大于男性 1岁以上这四个婚配年
龄模式变量。模型 2和模型 5加入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婚姻持续时间、同期群
等控制变量。基于文献中有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婚龄差增大很有可能是女性教育上婚的
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模型 3和模型 6进一步加入教育匹配情况进行控制。
基于模型 1和模型 4，我们发现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在正常婚龄结

婚的女性，早婚对女性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对女性主观福利

影响不显著。相比年龄同型婚，年龄上婚即“男大于女 4 岁以上”对女性主观幸福感和
心理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年龄下婚即“男小于女 1 岁以上”作用不显著。模型 2 和
模型 4加入控制变量组后，早婚对女性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虽有所缩减但
仍显著;女性年龄上婚对女性主观幸福感仍有显著负面影响，但对其精神健康影响变得

不显著;女性年龄下婚对精神健康作用的负面作用在 0． 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 3 和模型
6进一步控制了教育匹配情况后，这一影响模式仍然持续，影响大小也变化不大: 即与在
正常婚龄结婚的女性相比，早婚女性选择“很不幸福”“不太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
增加 0． 33%、0． 72%和 2． 48%，选择“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则相应分别减少
3． 29%、0． 23%。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女性相比，早婚女性精神健康得分低了 0． 34 分，
相当于平均水平( 27． 1) 的 1． 3%。与年龄同型匹配模式相比，“男大于女 4岁以上”这种
婚龄匹配模式下的女性选择“很不幸福”“不太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增加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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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3%和 1． 85%，选择“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则相应分别减少 2． 48%、0． 13%。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小于女性 1岁以上”对女性精神健康也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系数上看，早婚对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年龄上婚的影响。早婚对女性精

神健康的影响也大于年龄下婚的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如下: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和精
神健康均呈倒 U型非线性关系。城市户籍、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和收入越高、越
健康的女性，其主观幸福感越高，精神健康越好。教育上婚的女性更幸福、精神健康状
况越好，教育下婚对女性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

表 2 婚配年龄模式对主观评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女性样本)

主观幸福感( 1 ～ 5; Ordered Logistic) 精神健康得分( 0 ～ 30; OLS)

( 1) ( 2) ( 3) ( 4) ( 5)( 6)

早婚 － 0． 200＊＊＊
( 0． 059)

－ 0． 168＊＊＊
( 0． 061)

－ 0． 158＊＊＊
( 0． 061)

－ 0． 718＊＊＊
( 0． 169)

－ 0． 355*

( 0． 154)
－ 0． 338*

( 0． 153)

晚婚 － 0． 024
( 0． 063)

0． 004
( 0． 078)

0． 010
( 0． 078)

0． 250
( 0． 157)

0． 095
( 0． 175)

0． 104
( 0． 176)

男大于女 4 岁以上 － 0． 122＊＊＊
( 0． 045)

－ 0． 123＊＊＊
( 0． 045)

－ 0． 118＊＊＊
( 0． 045)

－ 0． 235*

( 0． 102)
－ 0． 113
( 0． 091)

－ 0． 109
( 0． 091)

男小于女 1 岁以上 － 0． 043
( 0． 062)

0． 031
( 0． 065)

0． 043
( 0． 064)

－ 0． 171
( 0． 130)

－ 0． 220 +

( 0． 122)
－ 0． 210 +

( 0． 123)

婚姻持续时间 0． 017 +

( 0． 009)
0． 020*

( 0． 009)
－ 0． 026
( 0． 021)

－ 0． 022
( 0． 021)

2001—2010 年
( 1980 前)

－ 0． 149
( 0． 170)

－ 0． 169
( 0． 173)

－ 0． 405
( 0． 312)

－ 0． 415
( 0． 312)

1991—2000 年 － 0． 149
( 0． 120)

－ 0． 159
( 0． 121)

－ 0． 087
( 0． 210)

－ 0． 090
( 0． 209)

1981—1990 年 － 0． 034
( 0． 081)

－ 0． 052
( 0． 082)

0． 175
( 0． 143)

0． 157
( 0． 143)

年龄 － 0． 099＊＊＊
( 0． 017)

－ 0． 103＊＊＊
( 0． 017)

－ 0． 097＊＊＊
( 0． 031)

－ 0． 102＊＊＊
( 0． 031)

年龄平方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城镇( 农村) 0． 391＊＊＊
( 0． 068)

0． 342＊＊＊
( 0． 069)

0． 607＊＊＊
( 0． 116)

0． 559＊＊＊
( 0． 117)

初中
( 小学及以下)

0． 299＊＊＊
( 0． 054)

0． 390＊＊＊
( 0． 056)

0． 600＊＊＊
( 0． 094)

0． 676＊＊＊
( 0． 106)

高中 0． 291＊＊＊
( 0． 073)

0． 441＊＊＊
( 0． 078)

0． 416＊＊＊
( 0． 130)

0． 524＊＊＊
( 0． 152)

大学及以上 0． 328＊＊＊
( 0． 104)

0． 533＊＊＊
( 0． 112)

0． 045
( 0． 161)

0． 241
( 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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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主观幸福感( 1 ～ 5; Ordered Logistic) 精神健康得分( 0 ～ 30; OLS)

( 1) ( 2) ( 3) ( 4) ( 5)( 6)

地位高( 低) 1． 011＊＊＊
( 0． 065)

1． 001＊＊＊
( 0． 066)

0． 824＊＊＊
( 0． 133)

0． 808＊＊＊
( 0． 131)

地位中 0． 243＊＊＊
( 0． 050)

0． 235＊＊＊
( 0． 050)

0． 776＊＊＊
( 0． 108)

0． 766＊＊＊
( 0． 108)

收入高( 低) 0． 353＊＊＊
( 0． 104)

0． 346＊＊＊
( 0． 106)

0． 279
( 0． 181)

0． 271
( 0． 181)

收入中 0． 135＊＊＊
( 0． 047)

0． 128＊＊＊
( 0． 047)

0． 318＊＊＊
( 0． 084)

0． 310＊＊＊
( 0． 084)

自评健康好( 差) 0． 813＊＊＊
( 0． 058)

0． 801＊＊＊
( 0． 058)

3． 456＊＊＊
( 0． 146)

3． 438＊＊＊
( 0． 145)

自评健康中 0． 433＊＊＊
( 0． 055)

0． 421＊＊＊
( 0． 055)

2． 530＊＊＊
( 0． 140)

2． 514＊＊＊
( 0． 139)

女性教育上婚 0． 249＊＊＊
( 0． 042)

0． 336＊＊＊
( 0． 091)

女性教育下婚 － 0． 119*

( 0． 055)
0． 024
( 0． 109)

县 /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26． 968＊＊＊
( 0． 091)

25． 527＊＊＊
( 0． 863)

25． 490＊＊＊
( 0． 863)

样本量 13 625 13 625 13 625 13 645 13 645 13 645

Ｒ － squared 0． 005 0． 142 0． 143

说明:＊＊＊p ＜ 0． 001，＊＊p ＜ 0． 01，* p ＜ 0． 05，+ p ＜ 0． 1

下页表 3 展示了男性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我们采用了和女性样本相同的模型设
置和嵌套策略。基于模型 7 和模型 10，我们发现在仅控制地区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与
在正常婚龄结婚的男性相比，早婚对男性精神健康有显著负面作用，对男性主观幸福

感的负面作用在 0． 1 的水平下显著，晚婚作用不显著。相比年龄同型婚，“男大于女 4
岁以上”对男性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男小于女 1 岁以上”对男
性主观福利无显著影响。加入控制变量组( 模型 8、11 ) 后，早婚对男性精神健康的负
面作用变为接近显著，但对男性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 晚婚对男性主观评价的

负面作用消失了;“男大于女 4 岁以上”仍然对男性精神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其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变为接近显著; “男小于女 1 岁以上”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在进一
步控制了教育匹配情况后( 模型 9、12) ，早婚的负面影响模式和影响大小变化不大: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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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男性相比，早婚男性选择“很不幸福”“不太幸福”和“一般”的概
率分别增加 0． 28%、0． 62%和 2． 00%，选择“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则相应分
别减少 0． 36%、2． 53%。与在正常婚龄结婚的女性相比，早婚女性精神健康得分低了
0． 34 分，相当于平均水平的 1． 3%。女性年龄上婚对男性精神健康有负面影响，其精
神健康得分比年龄同型婚中的男性低 0． 47 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女性年
龄下婚对男性精神健康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其他变量的影响如下: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倒 U 型关系。城镇户籍、健康状况越

好、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收入越高的男性，越感到幸福，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与教
育同型婚相比，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的丈夫主观幸福感较高，精神健康较好。受教育
程度低于妻子负向影响丈夫的主观幸福感。

表 3 婚配年龄模式对主观评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男性样本)

主观幸福感( 1 ～ 5; Ordered Logistic) 精神健康得分( 0 ～ 30; OLS)

( 7) ( 8) ( 9) ( 10) ( 11) ( 12)

早婚
－ 0． 092 +

( 0． 055)
－ 0． 139*

( 0． 059)
－ 0． 127*

( 0． 059)
－ 0． 305＊＊＊

( 0． 108)
－ 0． 203 +

( 0． 107)
－ 0． 190 +

( 0． 107)

晚婚
－ 0． 099
( 0． 068)

－ 0． 051
( 0． 081)

－ 0． 057
( 0． 080)

0． 100
( 0． 149)

0． 002
( 0． 159)

0． 002
( 0． 159)

男大于女 4 岁以上 － 0． 185＊＊＊

( 0． 051)
－ 0． 098 +

( 0． 053)
－ 0． 073
( 0． 053)

－ 0． 636＊＊＊

( 0． 110)
－ 0． 491＊＊＊

( 0． 106)
－ 0． 467＊＊＊

( 0． 106)

男小于女 1 岁以上
0． 076
( 0． 077)

0． 071
( 0． 083)

0． 068
( 0． 082)

－ 0． 186
( 0． 155)

－ 0． 184
( 0． 144)

－ 0． 191
( 0． 143)

婚姻持续时间
0． 009
( 0． 009)

0． 011
( 0． 008)

－ 0． 025 +

( 0． 015)
－ 0． 021
( 0． 015)

2001—2010 年
( 1980 前)

－ 0． 212
( 0． 159)

－ 0． 240
( 0． 159)

－ 0． 526 +

( 0． 300)
－ 0． 549 +

( 0． 300)

1991—2000 年 － 0． 178 +

( 0． 105)
－ 0． 191 +

( 0． 105)
－ 0． 090
( 0． 208)

－ 0． 095
( 0． 208)

1981—1990 年 － 0． 116 +

( 0． 067)
－ 0． 139*

( 0． 068)
－ 0． 091
( 0． 142)

－ 0． 113
( 0． 142)

年龄
－ 0． 115＊＊＊

( 0． 018)
－ 0． 113＊＊＊

( 0． 018)
－ 0． 032
( 0． 028)

－ 0． 032
( 0． 028)

年龄平方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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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主观幸福感( 1 ～ 5; Ordered Logistic) 精神健康得分( 0 ～ 30; OLS)

( 7) ( 8) ( 9) ( 10) ( 11) ( 12)

城镇( 农村)
0． 397＊＊＊

( 0． 057)
0． 316＊＊＊

( 0． 059)
0． 401＊＊＊

( 0． 114)
0． 320＊＊＊

( 0． 115)

初中
( 小学及以下)

0． 288＊＊＊

( 0． 054)
0． 433＊＊＊

( 0． 065)
0． 465＊＊＊

( 0． 098)
0． 563＊＊＊

( 0． 109)

高中
0． 261＊＊＊

( 0． 065)
0． 472＊＊＊

( 0． 082)
0． 423＊＊＊

( 0． 122)
0． 575＊＊＊

( 0． 139)

大学及以上
0． 289＊＊＊

( 0． 078)
0． 531＊＊＊

( 0． 098)
0． 124
( 0． 147)

0． 336*

( 0． 170)

地位高( 低)
0． 868＊＊＊

( 0． 066)
0． 869＊＊＊

( 0． 066)
0． 719＊＊＊

( 0． 129)
0． 714＊＊＊

( 0． 128)

地位中
0． 298＊＊＊

( 0． 050)
0． 296＊＊＊

( 0． 050)
0． 749＊＊＊

( 0． 095)
0． 747＊＊＊

( 0． 095)

收入高( 低)
0． 630＊＊＊

( 0． 083)
0． 640＊＊＊

( 0． 083)
0． 646＊＊＊

( 0． 120)
0． 656＊＊＊

( 0． 120)

收入中
0． 326＊＊＊

( 0． 045)
0． 326＊＊＊

( 0． 045)
0． 534＊＊＊

( 0． 088)
0． 530＊＊＊

( 0． 087)

自评健康好( 差)
0． 841＊＊＊

( 0． 062)
0． 842＊＊＊

( 0． 062)
3． 384＊＊＊

( 0． 155)
3． 380＊＊＊

( 0． 155)

自评健康中
0． 330＊＊＊

( 0． 063)
0． 331＊＊＊

( 0． 063)
2． 468＊＊＊

( 0． 157)
2． 463＊＊＊

( 0． 157)

女性教育上婚
0． 209＊＊＊

( 0． 057)
0． 390＊＊＊

( 0． 095)

女性教育下婚
－ 0． 217＊＊＊

( 0． 051)
－ 0． 099
( 0． 083)

县 /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27． 542＊＊＊

( 0． 074)
24． 353＊＊＊

( 0． 758)
24． 252＊＊＊

( 0． 760)

样本量 12 667 12 667 12 667 12 663 12 663 12 663

Ｒ － squared 0． 005 0． 141 0． 142

说明:＊＊＊p ＜ 0． 001，＊＊p ＜ 0． 01，* p ＜ 0． 05，+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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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婚配年龄模式影响的性别差异，我们使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

(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Ｒ) 考察了自变量系数在组间的差异［35］，发现女性
年龄上婚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系数在女性样本中显著高于男性。
为进一步考察离婚、再婚导致的潜在样本选择性是否对模型构成显著影响，我们

使用 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了辅助性分析，模型结果与现有结果无显著差别，不
会对我们的结论构成本质影响。内生性样本似然比检验( lr test of rho = 0) 的结果表明
两个方差的残差项并不相关，基于模型筛选的简约性原则，无需使用 Heckman 样本选
择模型。我们基于 2014 年 CFPS数据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样本限制，我们还将精神健康
的得分转换为因子得分，并对年龄匹配做了重新编码，而所得结果都非常相似。因此，
我们认为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是较为合适和有效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初婚时间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对个体婚后的主观福利确实产生了

显著影响。首先，婚龄效应假设获得部分验证: 与正常婚配年龄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
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而晚婚的影响不显著。其次，年龄匹配效
应假设也获得部分支持: 相比其他模式，“男大女小”的年龄匹配模式会显著降低妻子
的主观幸福感和丈夫的精神健康程度。第三，婚配年龄模式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女
性年龄上婚对女性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本文对于婚配年龄模式在不同时
期变动情况的描述也澄清了一些之前的争论，如“女小男大”模式未有较大程度增加，
而是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 婚龄差并未缩小，反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扩
大并有可能继续这一势头。
从婚龄的影响看，早婚产生的负面影响表明只有在一定年龄之后进入婚姻，婚姻

才具有福利效应。基于婚姻成熟理论，身心还未成熟的个体过早进入婚姻会带来多重
角色调试压力; 同时早婚个体更有可能对婚姻匹配程度做出错误估计和预期，或接受

匹配程度差的婚姻安排，即使我们控制了年龄和教育匹配因素，早婚者的婚姻不匹配

情况仍有可能在其他未观测到的层面体现。而晚婚未显著影响个体福利可能是由于
大龄未婚人口比例的上升提高了晚婚人群的选择性，使得更适合婚姻的大龄群体进入

婚姻，同时晚婚人群可以累积更多的人生经验，以更好地调适婚姻关系，消弭晚婚可能

带来的负面冲击。但应注意由于晚婚的婚姻匹配程度相对较差，如婚龄差变大，教育
不匹配可能性增加，晚婚仍可能间接影响婚姻质量和个人主观福利。
从年龄匹配的影响看，夫妻年龄差距过大( 男大于女 4 岁以上) 确实对个体福利

产生负面影响。年龄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特征，还代表了一定的社会经历。在社会变
迁迅速的当下，不同年龄个体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可能更明显也更难以调

适。同时女性年龄上婚( 男大于女 4 岁以上) 对女性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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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角色( gender role) 视角来看，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中婚姻对于女性的规范和约束
更多，比如承担更多家务劳动［24］，同时在从夫居传统下往往需要女性而非男性去适应

陌生的家人和环境，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多个新的角色( 如儿媳妇、嫂子等) 。这给“男
大女小”匹配中相对年轻的女性带来的身心负荷比相对年长的男性更大，更有可能对
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22］。
本文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之处。首先本文数据只包括调查时的已婚人口，未能观

察到处于适婚年龄的未婚人口。同时我们的研究结论仅适用于初婚且在婚人群，离
婚、再婚群体的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其次，
局限于截面数据未能排除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即人们婚前的主观幸福感也可能影响

其婚龄和婚姻年龄匹配情况。未来可以通过追踪数据和自然实验等方法进行进一步
研究。但是考虑到婚姻过程对个人重要且长期的影响，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
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性别比失衡的队列人口未来进入适婚年龄后，婚姻挤

压可能会导致我国夫妻的婚龄差进一步拉大［36］，这将会带来婚姻匹配程度的下降并

对个体主观福利造成冲击。婚龄匹配的变动也反映了社会开放度和性别不平等程度，
我们应该从社会开放性的视角出发，改变传统的婚配观念，并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促

进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恢复动态平衡。同时，应看到即使在近期同期群中还有一定比例
的早婚人口，他们的主观福利状况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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